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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民主”与“新国家主义”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民粹宗教”

李向平＊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际宗教关系的急剧变化促使国际政治随

之发生相应变化。全球性民粹政治思潮的形成，无不基于各国宗教

的不同信仰方式而得以建构与强化，其中，民粹宗教对国际政治关系

的影响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最为明显。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阿拉

伯民粹主义、儒佛信仰为主体的华夏民粹主义、基督教原教旨教派与

底层白人的基督教民粹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粹宗教”，促

成“神权民主”及其“民众神圣”，导致具有新国家主义特征的“绝对国

家”及忠诚于国家等特征出现，从而深刻影响到国际政治关系，乃至

能够强化、左右当下国际政治思潮。

关键词 世界政治 神权民主 民粹宗教 新国家主义 国际

政治秩序

当前，国际政治的明显特征即民粹主义全球化、期待强人国家政治的宗教

复兴时代。虽然民粹主义并非一种新的社会思潮，１９世纪的俄国、北美洲，２０
世纪的欧洲、亚洲、南美洲都出现过强大的底层大众反对精英权贵的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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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但是，当前泛滥于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从欧洲到北美，其特点在
于资本全球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各国现有政治
结构。由于当下全球化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平民大众的抗争，不
再是像过去那样孤立存在，而是与族裔间的利益冲突、宗教派别间的信仰冲突
紧密相连，当这些不同的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由此形成一种具有教派、种
族信仰色彩的新型民粹主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动员就已通过民粹主义
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政治中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能力就是被某些宗
教激活的。① 政治动员机制因为民族、宗教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对此类问题，亨
廷顿曾论述２０世纪末“第三波”的民主化成就之际曾有所涉及。他认为，如果
“第三波”还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西方非民主社会的扩展。其中心问题
是，作为西方的产物，现代民主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在非西方社会中扎根。②

亨廷顿论述的“文明冲突”，在中西文明层面就是不同文明中“制度精神”的冲
突，其神圣化机制在上层，但目前呈现的民粹宗教主义是在大众社会中的神圣
冲突，源自于宗教语境中“神圣根源”。

２１世纪是作为宗教时代而开始的，拥有世界大部分人口的多数国家都处
于宗教复兴之中，西方世俗国家模式正在受到挑战和替代。③ 但是，西方现代
国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世俗主义退却，这只是西方国家政治中的宗教信仰方
式，多以多元化、个体化、私人化形式，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国
家，多以族群、国家形式来体现。就此全球范围内宗教复兴的现象而言，宗教
已经影响了全球政治等重大问题。④ 特别是当全球的宗教复兴成为对全球国
际政治的一种补充之后，民粹宗教也成为国家建构的极端现代主义形式之一。

曾经的文化外交、国际文化关系在此即促成了民粹主义国际化的欲望与机制，

结果在于以民众推动的现代主义，采取了民粹宗教的极端实践形式。换言之，
“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
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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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时代”。①

因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机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的垄断权，所
以，在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问题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② 因
此，国际政治理论大多为“国家中心论”，“国家应该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
力的首要分析单位”。所以，国际政治中较少关注一般群体的研究，对民粹政
治思潮的讨论比较多，民粹宗教就较少论及，③但温特所提倡的“建立国家理论
问题的社会学”，尤其是关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国际
政治关系中个体性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国际政治中“集体身份形成”等
重要问题进行讨论，认为“集体身份形成必须使个体国家和国家群体的需要协
调一致”。④ 其中，“集体身份形成”这一研究视角，为研究当今国际政治中突出
的民粹宗教与民众神圣现象，关注民粹宗教中的个体信仰者与国家关系、讨论
国际政治中集体身份中民粹主义与宗教信仰的链接机制提供了启发。

本文基于社会学大众理论及其“群众研究”，⑤提出“民粹宗教”概念，同时
“把国家带回”⑥到宗教社会学的解释之中，讨论和分析民粹宗教与国际政治中
“绝对国家”与“神权民主”“民众神圣”的相互建构机制，进而从宗教社会学有
关神圣的理论视角出发，讨论以“民众神圣”为核心内容的国际政治特征。

一、新民粹主义与民粹宗教的兴起

“民粹主义”一词，源于拉丁语“ｐｏｐｕｌｏｕｓ”，其意义相当于英语“ｆｏｌｋ”“ｎａ－
ｔｉｏｎ”，而非“多种个人”的意思（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ｓ）。民粹主义把民众
视为一个总体以支持政府，⑦进而与贵族、富豪等与国家的共同统治形成对比，

是以其非政府方式支持政府，以民间、民族的宗教信仰方式，以高居于大众之
上的小型宗教精英的意识形态支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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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经作为民粹派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曾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①可以说，“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

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② 虽然１９世纪的民粹主义曾经风靡全世界，却因民

粹主义曾经是一个抽象、玄妙又非常费解的概念，导致对其难有严格界定。为

此，如何理解“‘民’和‘民粹’，构成认识民粹主义的核心元素”。事实上，“民”

表面上是指人民，其实是指底层大众，而“民粹”指“精英”，这关涉到精英究竟

是底层大众的精英还是自认为的底层精英。前者“以民为粹”，后者为“民之精

粹”。③ 以民为粹的精英极端强调平民主义的立场，而作为“民之精粹”中的
“民”沦为精英们利用其参与精英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

民粹主义生成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近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思想萌

芽于法国大革命的现代民主政治，实践上来源于俄国村社社会主义。它们以
“我们人民”和“他们精英”的对立为话语模式，依托于特定的族际关系、神圣关

系，以“我们民族”和“他们民族、外来移民”的对立为话语模式，演化为群众性、

民间性的族际排斥言行和群体疏离感。

尽管民粹主义缺乏特定的思想内涵，但它可以用大众反对精英的名义与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合。既可以与草根主义，也可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相

结合。主要在于以平民大众名义反对当下的统治集团和既有的国家体制；以

本土主义名义抵制外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以民族主义名义反对和排斥其他族

裔。由此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附着力的社会思潮，通常要

附着在某种社会力量、大众媒体乃至族群、宗教等之上，才能够充分体现其地

位与影响。它们在国际、国家政治中的具体诉求，主要体现在抵制道德败坏、

抵制世俗化、西方化，以“至于民粹主义的敌人，就是他者，现代国家、外来大商

家、大都市、国际化生活方式”。④

（二）当代新民粹主义的兴起

西方媒体舆论过去一直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谓的“政治正确”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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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一般草根大众很难在舆论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

的兴起，过去碎片化的草根阶层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为

是“政治不正确”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强有力表达，传统媒体的“政治正

确”受到严重挑战，传统的话语权威正在被解构，新民粹主义与大众媒体、自媒

体构成有普遍性关联，①国际互联网成为当代民粹主义传播的主要媒介，进而

产生了所谓“新民粹主义”。

然而，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当代宗教的兴起有更加深刻与普遍的关联。

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为动员机制的“平民主义”运动，与国家意识形态作为聚合

形式，在全球化过程中民粹宗教成为维护本国文化纯洁传统的最好盾牌。② 在

欧洲文化背景中，维持基督教信仰以抵制伊斯兰教和世俗化；在阿拉伯文化

中，强化伊斯兰教的排他性，以体现其地缘政治利益。所以，在民粹主义与宗

教信仰之间，宗教领袖即便不会有意识地支持民粹政治，也会允许民粹主义者

以宗教来使其活动合法。③

与个体化、私人化的近代西方基督宗教信仰方式不一样，自许多穆斯林国

家从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后几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穆斯林世界就进入宗教

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它终止了之前的民族主义时期。法国政治学家吉尔·凯

佩尔在《圣战·政治伊斯兰的足迹》中认为，私人领域的宗教衰败似乎已成现

代生活不可逆转之势，④为此，左派发现伊斯兰教有民众基础，右派发现它宣扬

道德秩序，无数人从中看到一种伊斯兰文明在当代国际政治里的地位与功能。

苏联解体以来，“伊斯兰教中的瓦哈比主义有效地替代了共产主义运动，

成为意识形态上侵犯西方民主制的主要发起者……，瓦哈比主义把人类分作

‘两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界线，出于不同根据地被转播着：瓦哈比主义应用宗教

差异，共产主义应用阶级标准，纳粹主义应用种族判据”。⑤ “这就形成了国际

政治中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在民粹主义思潮方面的彼此对应，各自以其动员

民众的方式形成当前民粹主义的国际图景，通过民粹主义而形成的种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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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差异，最后影响了政治差异。尤其是政治伊斯兰主义……代表了当今最

根深蒂固的威权政体的首要也常是仅有的替代者……，为穆斯林世界赢得更

大权力的愿望。”①

问题因此而呈现出来：此类民粹宗教或通过民粹主义方式而体现的宗教

复兴，它们在有几十种语言、宗教、种族、地方认同、族群和习俗共同体的国土
（ｃｏｕｎｔｒｙ）上，国家（ｓｔａｔｅ）它可能表示什么意思？② “当公众不再与领土公民相

一致，经济不再是国家的，同时国家也不再拥有解决众多问题的必要的、充足

的能力的时候，包容的、不受限制的政治交往理想，仍然能够在现时代起到批

判性的、具有解放意义的作用吗？”③民粹宗教就是如此，它们在宗教的国际影

响领域中早就呈现为“公共领域的跨国化”重大问题，迫使国际政治“必须创造

新的、后威斯特划利亚的正义理解———能够概念化并批判全方位的当代非正

义、多层级的各种理解，一些是全球的，一些是地区的，一些是当地的”。④

（三）神权民主：新民粹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虽然当代世界的形态是在欧洲形成的：“一批多元化政治单元探索用于管

控自身行为，……但是，很多政治的单元信奉截然不同的哲学，或者有自己独

特的信仰。”⑤这就给国际政治中民粹宗教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与空间。国际政

治中各种民粹宗教的社会动员方式，实际上也是能够转换为“事件”“观念／理

想、演讲过程”等等，表现为一种宗教诉求与信仰表达、一种“后威斯特划利亚

建构”思潮。它们试图改变威斯特划利亚体系所定义的国家世俗性特征，希望

还原国家政治的神圣性，通过民粹宗教的保守性、排他性，创新建构国家权力

的绝对，以保证民众生活的神圣道德感。

这一特征在已有的民族主义国际思潮中早有体现，当然，也是到目前为止

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中真正的胜利者，今天依旧居于主导地位。其理由非常

简单，“即对于国家的伟大与统一的夸大的信念。民族主义通常没有什么思

想，有的只是‘我们不要别人的统治！’但是，它战胜了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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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也感染了其他意识形态”。① 民粹宗教的最基本特征是结合民族主义这种

当代国际政治中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试图改造固有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重新建构一种大众社会的价值体系及其信仰形式。它既有民族主义特征，却

把民族主义推向宗教信仰的高度乃至极端形式，同时，也有民粹主义基础，借

助于底层民众普遍依赖宗教的特征，导致基层民众以一种宗教信仰方式表达

出国家、民族的意志与利益。

特别是民粹宗教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特征，即强调“宗教是由‘儿子们’创立

的，他们是某个民族或社会缔造者的继承人”。② 以父子关系的神圣性呈现出

强烈的排他性，以父子神圣的关系建构的排他性，很容易在民族主义、民粹主

义与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之间解构最强大的链接。如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伊斯

兰教主义群体，以及中国儒学复兴中的皇汉民族主义价值观念等等，它们大多

超越了地域政治的限制，试图弥补“后威斯特划利亚建构”过程中的神圣性，同

时也试图纠正威斯特划利亚体系中的世俗国家特征，还原国际政治中的神

圣性。

依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迈克尔·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的研究，当代日益增多的“宗教暴力”产生于当时阿拉伯国家人民对“神

权民主”要求的兴起，即在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和本土的威权世俗政府”和要求

民主的过程中而产生的。而这里的所谓“神权民主”，正是１９７９年伊朗伊斯兰

革命所承诺的。它们可以被理解为：伊斯兰信仰在人民中的力量、所提供的那

种规范性团结和诚信，在那个时期让积极分子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用宗教动

员人民来获取一个廉洁的制度并实现发展。比如，当代宗教暴力主要产生于

神权民主的要求即由“我们，宗教人民”统治的政治统治。这就把１９、２０世纪

的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成一个宗教版的民粹宗教统治，一个“受神指引的

民主政府”。③

正是宗教信仰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才共同促成了以民粹宗教为核心的新

民粹主义。就此而言，民粹主义一旦与宗教遭遇，几乎就如同人民和上帝的整

合，在这个时候，“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④这几乎可以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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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国际政治中神权民主、民粹宗教、新国家主义的宣言。

民粹宗教的复兴及其对固有民族国家及其地缘界限的超越，虽然不一定

能够象征着“整个地缘政治时代的终结”，①但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反精英主义、

排外主义、底层反智主义，与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和贫富矛盾纠缠在一起，形成

新型的宗教民粹主义浪潮，似能把传统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甩在一边。

二、民众神圣与国家神圣的双重建构

以神权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民粹宗教”，即能赋予民众的行动与诉求以
最大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能够高于其他民族甚至是其他国家及其政治原

则，它们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征：“（１）重拾不容置疑的承认；（２）坚定信仰真

理的极权式直接性；（３）妖魔化信奉其他信仰的信仰者与无信仰者；（４）跨国

网络与运作。”②

（一）民众神圣的社会学定义方式

从历史上看，这种民众神圣概念及其信仰传统的形成源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中的理性至上神的崇拜与崇拜方式，历史地构成了这种国家神圣、

民众神圣“超社会“的神圣类型，此后，这种概念与信仰方式几乎就成了民粹宗

教的核心信仰。民粹主义通常表现出的人民崇拜或平民崇拜特征，主张平民

利益至上、平民权力无限；反代议制、反等级秩序、反精英、反智主义的立场；依

附于政治强人或皈依卡理斯玛型权威，简单化地解决问题方式，具有“乌合之

众”心理和遵循“群体逻辑”（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的行为方式，③多与此民众神圣的

概念与宗教实践方式紧密相关。这种神圣信奉方式，促使民粹主义中那种简

单遵循平民数量的多少与权力的大小呈正比的思维惯性，公意和众意的混淆，

虽然反精英，但离不开宗教精英、强人政治的领导与崇拜等等。

问题的关键是，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体系中的神圣、神圣关系、神圣信

仰对象，是如何定义、如何建构为文明制度的价值源头的？众所周知的各个宗

教信仰体系中有关神圣构成的概念结构，即是理解基督宗教文明、儒教佛道教

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教文明等问题的重要线索。依据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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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文明体系中民众所崇拜的“神祇”或“神圣”对象，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概念，

深层体现了个人与国家、民众与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神圣问题不仅是宗教
社会学理论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文明体系中神圣关系与国家权力、社会秩序的
源头。

（二）超社会神圣与新民粹主义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有关“社会即神圣”的观
念，曾受到学界的一些批评。但涂尔干有关宗教与社会的学术贡献恰恰在于，

他并不是从固有宗教中推导出神圣者，而是相反，将宗教设想为神圣者制度化
的尝试。“至上者”这个概念也不是从宗教概念中推导出来，而是被视作宗教
的根本性的概念。① 涂尔干在宗教定义中淡化了对超自然、神或神灵的强调，

他对宗教的著名定义是：“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
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
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②涂尔干强调宗教与社会双
重建构，很显然地弱化超自然在宗教信仰结构中的重要性，但却强调超社会神
圣的重要性。这就为民众神圣与国家神圣如何双重建构提供了一个经典社会
学的讨论路径。

与涂尔干不一样，彼得·伯格（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ｇｅｒ）将宗教定义为“人建立神圣宇
宙的活动。换一种说法，宗教是用神圣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其“神圣”概念
来源于鲁道夫·奥托（Ｒｕｄｏｌｆ　Ｏｔｔｏ）和米尔恰·伊利亚德（Ｍｉｒｃｅａ　Ｅｌｉａｄｅ），将
“神圣”置于其对立面“世俗”与“混沌”之中。所谓世俗即缺乏神圣性，混沌则
是与神圣相对立的更深层次，意味着混乱和失序。所以，“神圣意指一种神秘
而又令人敬畏的力量之性质，神圣者被认为是从日常生活的规范习惯中‘突出
来的’，是某种超常的、有潜在危险的东西”；③同时，宗教所建构的神圣的宇宙
秩序，则为人们提供了抵御极度混乱之恐怖的终极保护物。④ 因此，在伯格关
于宗教定义中，关于宗教本质的判断，就集中在“神圣”与“超自然”两个核心概
念中。

伯格曾经把“神圣”等同于“超自然”。正是“超自然”的神圣崇拜表明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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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基本范畴，“……超越了我们日常体验所揭示的实在”。① 在超自然与神圣

的关系层面，伯格主张“超自然”对“神圣”的优先性。它意味着不可思议、神

秘，以及完全不同于所知经验的东西。而“神圣”是在对“超自然”体验的特殊

情况内遇到的，但并非所有超自然的实在都具有神圣性。神圣性具有“救赎”

维度，从而将自身从“超自然”中分离出来。所以，伯格反对涂尔干的功能性宗

教定义。他批评涂尔干把宗教简化为另一种社会体制，在定义中剥去了对“他

者”（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的感知。因此，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定义创造了一种网罗太多对

象的“定义之网”（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有可能把诸如民族主义、革命信仰或贵族气

质等意义复合体也包含进宗教中来；宗教的彼岸神秘性被功能主义严重破坏

了。② 另外，现代社会变迁与科学技术发展，使“取代上帝的现代科学消除了障

碍（对自由的限制），它也带来空白”。③ 作为时代变迁的结果，民粹宗教主义恰

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中，超自然的信仰历来就主宰了人们对神圣的理解，

通过教会统治与国家神权能够提供其强大的制度支持。这意味着超自然的体

验对宗教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神圣是超自然实在中的现象。但是，在现代社会

中，不是“超自然”的“神圣性”领域的扩张，如科学、国家、革命运动等世俗性实

体神圣性的扩张，可说是宗教“世俗化”的特征。④ 由此观之，“现代国家所有重

要的概念，无一例外的都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⑤ 在神圣社会学的研究看来，

此所谓“世俗”的特征或神学概念就是世俗中的神圣、宗教之外的神圣，比如，

国家、民族、道德成为神圣的崇拜对象。恰好就是这种世俗化特征或神学概

念，它启发着在人类文明体系之中，除超自然的宗教崇拜外，还有一种如涂尔

干揭示的社会即神圣的崇拜与信仰方式，这就是超自然的宗教神圣与超社会

的国家、民族神圣、民众神圣等具体体现。

民粹宗教便是这样一种超社会的神圣信仰方式。它们总是会倾向于一种

总体神圣的设想或制度控制，以至于能够形成政治生活中一种特殊的宗教特

征。一方面，在当代社会中，人们深受科学的影响，大多已经脱离了超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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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而此时，政治上的半神们正以新形式展现自己，去集合他们周围的跟从

者并动员人民大众。……民众不可能生存在无神的空旷天际下；①另一方面，

政治上的“半神”的概念，其意义就是集中于以国家政治的形式、超社会的神圣

实践，如同当今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共同的政治现象，试图以动员大众的方式

进行权力统治那样，始终还存在着一种民粹宗教的冲动，试图把政治半神建构

为像超自然的神圣那样，不但神圣，而且成为信仰对象，以充分实现民族国家

的政治运动及其目的。民粹宗教恰好就在这个层面上，以其超自然的神圣激

活民族国家中政治半神的活力，并且予以制度层面的基本整合。这就是民粹

宗教中“半神式”的政治权力与大众社会中民粹主义宗教得以整合的基础

所在。

此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在思想上萌芽于法国大革命的“现代民主政治”，实

践发展于俄国的“社会主义理想”，②其实质是在推翻固有制度性宗教神圣的同

时，另外建构出来的一种超社会的神圣崇拜系统，能够把国家、民族、民众打造

为一种神圣崇拜对象。

对此民粹宗教，“罗伯斯比尔第一个认识到它们是重建一个民族的有效方

法”。因为它们据说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实体上，如自然、历史、祖国、工业，等

等，认为这些实体在客观上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我们认为，这些实体凭借其与

价值（如自由、公正、革命等等）或区域（如法国、工人等等）的联系，基本上能够

鼓动人类，③给民众划定范围，为国家政治提供意志与价值的一致性，能够团结

一致。

（三）国家、民众皆可为神

这种民粹宗教的“神圣也可以围绕着非超越的事物，例如国家和宗族”，④

能够把民族国家视为超验宗教那样的信仰对象，为其信仰者与实践者提供一

种物质世界的概念，解释宇宙的起源并预测未来，同时，也以社会世界为核心，

解释社会（民族、种族、阶级等）的起源，仔细地描述它实现其完美的，可能也是

永恒的境界之前将经历的各国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民粹宗教”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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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种社会世界的概念，并且把个人和集体视为一体”。① 由此就能理

解塞奇·莫斯科维奇（Ｓｅｒｇｅ　Ｍｏｓｃｏｖｉｃｉ）所说的，国际政治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

群氓时代；“政治乃是被复兴的宗教”，②国家政治及其半神式的政治生活方式，

很大程度上就成了这种民粹宗教的基本载体。在此基础上，当代国际政治中

的民粹宗教信仰体系，也就能够成为一种政治动员模式。比如，美国底层社会

的民粹主义便是作为代议制政治、两党政治的反应物，装饰在美国的政治生活

之中；③而民粹主义在中国社会中，也是因为“中国”曾经是一种神性存在，④这

种国家特征也很容易促成民众神圣的建构。

在宗教世俗化倾向日益膨胀的当代国际社会，这种具有超社会神圣崇拜

特征的民粹宗教，对以往国家提倡的世俗主义尤其具有抵抗作用。在此基础

上，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

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象力产生

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⑤ 至于拥有“天房情结”的伊斯兰教深

受“乌玛”同质型社会的影响，促使伊斯兰教传统得以获得最大保护。国家仅

是其中的乌玛之一；其族群界限对内可以强化穆斯林对乌玛的认同，对外可以

区隔异教徒与所有违反主道的“哈拉姆”观念与行为。⑥

如同基辛格所言，上述这些民粹宗教现象，法国大革命所依据的论点与

１０００年前的伊斯兰教和２０世纪的共产主义学说相似，信仰不同宗教或秉持不

同政治信念的国家不可能长期共处，因此，需要借助于一切现有手段和一切社

会力量，把国际事务变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较量。⑦ 实际上，基辛格

所讲的意识形态较量，就是超自然的宗教神圣与超社会的国家、民族神圣之间

冲突的结果，政治宗教形态的民粹主义，反西方、反欧洲的原教旨主义，使非西

方宗教成为民粹动员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宗教建构出来的超社会崇拜形式中的“神权民主”

与“民众神圣”，民众理解的超自然宗教信仰，在此即被整合，最后以民粹宗教

的超社会神圣形式进入国际政治领域，呈现为亨廷顿说的那样，“在非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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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

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

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民主成了一种地方化的

而非世界化的过程。”①

正是在此地方性的意识形态较量过程中，反西方的、反世俗化的甚至包括

反全球化的社会力量，很容易在民粹宗教的感召之下被动员起来，促使国际政

治与民粹宗教之间难解难分，民众神圣与依赖于民族国家以建构民族与宗教

的神圣的方法整合一体。

三、民粹主义对宗教的劫持

随着当代国际政治、社会问题的频发，近年来，欧洲政界已多在质疑多元
主义，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主义已经失败。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４日，荷兰副首相马克西姆·费尔巴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多元文化政策在荷兰失败。他强调，移民必须接受荷兰的价值观。２０１０年１０
月１７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员说，“作为一个有４００万穆

斯林的国家，德国在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众和平共处方面没能取得成果，文

化多元化社会的尝试已经失败，并且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德国人和外国劳

工能“快乐地并肩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２０１１年２月，英国首

相卡梅伦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英国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几十年，结果造成了

英国社区隔离、伊斯兰极端分子活动猖獗。２０１０年，萨科齐在法国发起“民族

认同”大讨论；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甚至一些高级领导人都质疑穆斯林移民能否

成功融合到欧洲社会，认为欧洲推行多年的多元文化已经失败。②

（一）民粹宗教促成多元化失败

多元化失败的结果及其象征是全球化民粹宗教主义的全面兴起。一方
面，人们在无奈于多元文化的失败，人类文明几乎就要回归到民族国家唯我独

圣的时代；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结果之一是威斯特划利亚国际秩序结构与

宗教再度神圣化、国家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这就促使当代民粹主义的激荡，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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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能够很轻易地借助于宗教力量，实现它们对固有民族国家领土原则的超越。

如果说，“冷战时期，去领土化的资本力量，以及文化和宗教超越民族国家

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拥有领土主权的民族国家的限制。……政治的

主导地位也导致更多的国家权力”。① 那么，伴随着全球化国际政治的逻辑推

进，特别是“经济的去领土化逻辑一直很突出，而且已经改变了民族国家与全

球化之间的结构关系。民族国家的主旨不再完全或压倒性地基于对国家主权

的保护。事实上，国家已经更紧密地同多国或邻国利益联合在一起，而新自由

主义经济秩序已经表明了国家撤出本国公共产品的供应金而将其私营化或公

司化的议程。这样一来，国家秩序的全球主义已不再像它以前那样，只是秘密

的或被误认的。此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倾向于随着这些变化而转变”。②

基于这一时代变迁的规律，那些源自于地缘政治的民粹宗教却能够发挥其跨

越国家政治的界限，同时，还能聚焦于本国民众的神圣关怀。尤其是民粹宗教

在进入国际政治领域之际就形成一个基本特征，形成一种以民粹主义的方式，

去定义“我们”或“他者”的“神权民主”方式。

起源于１７世纪的宗教战争，不仅产生了威斯特划利亚国际政治秩序及其

原则，同时也构成西方世界宗教世俗化的问题。何塞·卡萨诺瓦（Ｊｏｓｅ

Ｃａｓａｎｏｖａ）针对宗教在全球化与世俗化过程中，宗教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边缘化

现象，针对现代世俗社会、宗教制度和伦理规范的分化，提出“公共宗教”的概

念。③ 换言之，国际社会中的宗教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不同宗教开始重

返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大大改变了国内、国际政治关系。１９７８年的伊朗革命以

宗教作为政治力量的“民粹动员”方式，动摇了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④ 进入

２１世纪后，民粹宗教更是作为一种排他性政治动员方式主宰了公共领域及政

治文化。⑤ 同时，也构成了对威斯特划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的威胁。

欧洲国家不断地致力于自由民主和世俗化价值观与基督宗教之张力的平

衡。梵蒂冈方济各教皇曾依赖于基督宗教的圣灵精神，超越权力与地位，提倡

福音激进，同时提倡反腐败、反精英、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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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基督教界在应对民粹主义政治动员能力之际，强调其基督教的价

值。“信仰但不归属”曾是欧洲基督教世俗化及其信仰方式个体化的普遍特

征，但是，近年来的宗教兴起及其与民族国家的认同关联，却是呈现出一种“在

归属中信仰”的新特征。① 这似能说明，在当今世界或民族国家中，能够为宗教

信仰提供归属的往往是以族群、民族、国家为主体，具有非宗教的、超社会神圣

性。很明显，在国家政治对民粹宗教的介入与借用后，政治权力能够为无数民

众提供超越性与神圣性的某种满足，在欧洲范围内试图抵抗其他宗教尤其是

伊斯兰教日益扩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穆斯林也在依赖民粹运动扩

大其政治影响。与基督宗教的民粹化稍有差异的是，“伊斯兰教强调的宗教认

同恰好是对全球化的抵抗，反对全球化与多元主义、最终以宗教来解决国家成

员的归属———谁应该被排斥在本民族之外的问题”。②

（二）民众的神圣决定了宗教的神圣

尽管基督宗教教会的精英经常谴责民粹主义对宗教的这种工具化使用方

式，但民粹主义者却常常借助民粹主义的动员力量与宗教的认同传统，把自己

扮演成人民的救世主，定义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从而

在民众神圣与宗教神圣之间建构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

民粹主义劫持了宗教！③ 这是新民粹主义兴起的最基本特征。宗教在新

民粹主义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社会的不同宗教传统皆被民粹主义

所利用。虽然民粹主义者谈归属（认同），宗教家则集中神圣信仰，唯有民粹宗

教把此二者整合起来，定义国际政治中的神圣。

可以说，使用宗教这个概念来定义“民众”和“他者”，这是民粹主义的最新

发明，也是全球背景下“民粹宗教”的基本特征。正是在重新定义“我们”与“他

们”的民粹主义宗教形态中，各类宗教都自觉不自觉地被民粹主义所劫持，挑

战了国际政治中的世俗国家，以强调神权民主、民众神圣的方法重建国家神

圣，以其宗教的“复魅”直接导致民族国家的复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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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全球化和民族纷争中，民粹主义者在遵循民众动员规律的基础上，还

会掺杂族性动员的方式，“以民族群体名义”呼吁本民族的同胞们团结起来，一

致对外。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外来威胁时，民众动员会转化为民族

动员，共同的民族忧患意识会促进民粹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表现为推崇民族

认同与团结，共同抵制和排斥外来力量和外族力量。① 然而，在民粹宗教之中，

这种族姓及其动员方式一旦被神圣化后，其群体即能作为“一种专横的动

物”，②其“民众的—反民众的”行动逻辑遂转变为“我们的—他们的”“国内

的———国际的”行动逻辑，特别会转换成为“神圣的———世俗的”的政治行动逻

辑。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基于民粹宗教的强大魅力，“以民粹神圣群体的名义”

成为最具感召力的动员口号。一旦被民粹宗教定义为“他们”，这种“我者”群

体与“他者”群体在语言、文化、历史记忆、神圣认同等方面的差异，往往导致这

一地区中国家政治在横向方面的区隔与断裂。

四、新国家主义：民粹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民粹宗教改变了近代以来欧美国家世俗秩序中的神圣关系结构。自１６—

１７世纪以来，西方宪政国家制度，始终基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然秩序等

三大支柱，历史地形成了一种以“去神圣化”为特征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在

这个领域中，国际政治问题就被转化或简化成技术问题，构成现代性政治的支

配性模式。当现代国际政治被卷入民粹宗教之中，神圣民众同时要求国家神

圣，这就形成了世俗国家秩序中的神学政治中一个最深层的矛盾：“诸神要求

正义”，如何要求正义？如同霍布斯曾给他所著的国家主义理论命名为“伟大

之神灵”那样，借助于《圣经》中一位力量巨大无比的神灵，来打造与实行世俗

的国家组织和政治秩序。

（一）神权民主与新国家主义

民粹宗教的国家化实际上类同于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乃是被复兴的

宗教”，或者是国际政治中一种非常独特的国家运作机制。民粹宗教所拥有的
“神权民主”，以反对欧美代议制民主，恰好是以另一种国际政治秩序替代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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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政治秩序。其间已经超越了固有的神圣宗教与世俗国家的界限，民众

神圣已成为核心价值及其判断立场。尤其是随着民粹宗教的发展与强化，它

们会变得越来越不民主，不体现为国家主义，就体现为民族主义的宗教诉求。

一方面，以“神权民主”为核心价值观念的民粹宗教，促使国际政治不得不

呈现出一种国家政治“大众化”特征。在民粹宗教中，崇拜你自己，群体将会崇

拜你，这似乎是民粹宗教领袖应该接受的建议。在模仿领袖的过程中，群体也

提高了其自尊和社会自我，因此，它也得到强化。在其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

感到自己正在变成小戴高乐、小爱因斯坦或者小拿破仑，并且用崭新眼光重新

审视自己；①另一方面，民粹宗教又促使相关的国家政治呈现为一种民众认定

的神圣“框架化”特征，这种特征可谓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国家主义”。

在民众神圣的运动方式中，这种新民粹主义神圣化的资源会凝聚到一阵

新的“国家主义”即“国家神圣、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信念。② 这种在国家层面

提倡的“框架化”神圣关系，倡导激进意识形态，以宗教动员民众，以其作为神

圣框架的国家实施着一系列终极价值，国家本身即成为其绝对的价值目标。

表面上，这是“个体和国家的关系”，解不开、剪不断，③实际上却是以原子化、碎

片化、无差异的无数个人，在国家神圣的框架中归属为一种国家利益的神圣表

达方式，由此不同于以前的国家主义。在此，民粹宗教的初心也许是反国家、

反官僚精英，以此建构神权民主所认可的民众神圣及其利益认同，但其最终还

是会归属在国家框架之中，再建神圣，最后把政治动员方式也给宗教化了。在

这种新国家主义国际现象中，它不再强调多元文化，而是坚持把对国家的忠诚

作为根本原则，致力于实现跨阶级、跨民族和宗教的团结，④因此，当代国际政

治中普遍的民粹主义及其宗教信仰的最大影响是这种新国家主义的回潮。国

家主义将所有的民族组织到国家中，所以，“没有国家主义，就演化不出民族国

家；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的那么快速”。⑤

民粹主义在概念层面上模糊与简单的特点，促使民粹主义很容易与任何

一种政治势力结合。一个可操作性的民粹主义概念，过去能够被多种政治势

力利用，而现在则为政治宗教势力所拥抱。因此，国家政治很容易拥抱民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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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之作为框架化、工具化、国际交往中的“种族文化、政治宗教”。① 因此，宗

教民粹主义实际上即是神权民主与国家权力在政治运作之间某种关系的呈

现，尽管神权民主也是国家权力建构的结果之一，塑造了民粹宗教在不同社会

之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比如，极右翼政治势力在西欧的动员方式，便是以民

粹主义作为政治交往的一种特殊方式，以尽可能地接近社会大众，表示政治权

力与民众所具有的同质性。在建构与实践其神权民主、超社会神圣性信仰方

式与动员方式层面，民粹宗教恰好是一种国际政治中的正义动员模式，一种神

圣激活模式，一种道德动员模式，一种国家权力再度神圣化模式。

（二）神权国家呼之欲出

民粹宗教已经宣告人类、民众要成为国际政治、历史变迁的主角，就必须

为信仰而战。所以，民众群体的形成基于某种信仰，这是民粹宗教的核心特

征。在民众神圣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之中，民粹宗教能够把民粹主义的核心价

值观念如“平等是他们的神灵”，②神权给予我们的民主，赋予一种特别的框架

化、神圣化机制。只是因为“大众民主的目的根本谈不上支配统治者。它完全

为平等的精神所左右，……对自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重”。所以，在民粹宗

教的信仰方式及其民众伦理神圣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的“独裁制度是大众民

主唯一能够理解的特质”，③这就不难理解了，“宗教按其教义从不是国家主义

的，也不是民族主义的”，④而民粹宗教几乎直接成为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

义者。

这种新国家主义的价值特征能够表明，民粹宗教反对体制精英，却又格外

地依赖于国家，进而强化了国家主义。虽然民粹主义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

依赖于国家的体制，民粹主义不仅突破了民族主义的界限，同时也突破了民族

国家的局限性。但是，在拉丁美洲，人们对国家本来就不信任，加上政府内又

有经济界和职业界的利益的直接代表，便毁坏了政党，腐蚀了多元主义，剥夺

了最广泛意义上政治行为的所有威严。另外，在阿拉伯世界里，国家一向是软

弱无力，它比家庭、宗教团体和统治阶级等还要弱。私利总是高于公益。……正

０８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Ｙａｎｎｉｓ　Ｓｔａｖｒａｋａｋｉ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Ｃａｓｅ，”Ｓｏｕ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７，Ｉｓｓｕｅ　３，２００２，ｐｐ．２９－５２．

〔法〕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第５５页。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Ｌｅ　Ｂｏｎ，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ａｔｏｃｈｅ　Ｂｏｏｋｓ，Ｋ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Ｏｎｔａｒｉｏ，Ｃａｎａｄａ，

１９１３，Ｂｏｏｋ　１，Ｐａｒｔ　３，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Ｓｅｃｔ．３．
〔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第６４４页。



是阿拉伯国家的极端虚弱，才使得没有一个社会结构能起到疏导、解释、表达

和调动公共意志的作用，……根本没有能起作用的社会民主机构。① 这种突破

国家体制的能力与影响再次表明，神权民主所能够获得的权力，“不再是某个

上级权力部门，而是民众们共有的一种思想逻辑。谁是敌人的问题是决定一

切的。对于他们来说，敌人不再是上级、代表、君主或牧师，而是决定是否给他

们的授权的民众”。② 所以，神权民主及其意识形态实践在本质上是分裂的，但

又只有依靠国家政治才能把自己整合成为“新民粹主义”、新型的“政治宗教”。

民粹宗教及其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果，又把国家主义给带回来了；国家也需

要民粹宗教的神圣主义为其合法性基础，“民众神圣”所导致的“绝对国家”与
“政治宗教”，这是当下国际政治中民粹宗教的最大影响。民粹宗教所具有的

这种民族独立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关键在于以民族名义做出文化与政治主张，

作为其所在国家的绝对价值基础与实践机制，借助国家权力而制定神圣准则，

以界定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定义“我们”与“他者”。就神权民主及其意

识形态的民粹宗教而言，它们已渗透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新国家主义的内

核，既包含共同语言、文化，但更强化了民粹宗教中以自己为上帝的神圣取向。

特别是以自己为上帝的绝对标准，同时，也能构成一种“独狼式”的民粹宗教信

仰方式与实践方式。这些成员就是民粹主义动员方式中彼此多为原子化、无

差异的交往方式，每个人都如同“独狼式”的民粹宗教信仰者与实践者。他们

在排斥其他人的同时，无疑是依赖于民粹宗教中所包含的国家、民族、种族等

关系，由此构成了“绝对国家”与“民众神圣”之间的反差与矛盾，忠诚于绝对国

家，却又强调本民族至上。

正因为这种建立在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基础之上的新国家主义，极大地改

变了近代以来的国家世俗化趋势。它们不再坚持以宗教或意识形态进行政治

分类的传统，这恰好就是民粹宗教得以复兴，以抵制世俗国家，并且在国家主

权至高无上的基础上，把国家相关的荣誉、权力、象征等要素建构为神圣不可

侵犯。这种新国家主义所强化的绝对国家，如同被复兴的宗教那样，成为一种

信仰，不需要证明。

对今天“后世俗”的国际社会来说，民粹宗教清晰地标识：当代复兴的民众

神圣为核心的神权民主，本身即为现代性世俗政治的补充。民粹主义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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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体制与界限，但没能够突破宗教的界限，所谓基督教的、伊斯兰教

的、佛教与儒学的界限等等，为此还被特别地加以重构。就此而言，与其说是

民粹宗教主义的强盛，还不如说是新国家主义借助于民粹宗教的复兴而大规

模回潮。亨廷顿曾经说，全球民主化“第三波的逻辑就像是一美元纸币图案上

的十字架”，①那么，当下的民粹宗教全球化，其内在逻辑就像是一美元纸币图

案上的十字架加上新月和万字符的特殊拼图了。

五、民粹宗教能否成为新世界秩序的资源

全球化秩序曾经有三大构成：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以美元信
用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它们当

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曾经的“‘帝国’或者说‘帝国主义’正在取代民族国家，动态的、灵活的系

统性结构的出现，将整个世界横向联结起来。这种新型主权是去地域化（ｄ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ｅｄ）的和去中心化（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的”。如今，这种帝国的记忆和余威

犹在，却又使“帝国也产生出它的对立面———反叛的民众，他们是另外一个帝

国”。② 这个帝国的核心就是神权民主与民粹宗教，民粹宗教作为枢纽的动员

机制，已经激活了一切反对固有帝国的神权民主力量，并以民众神圣的横向联

系取代固有帝国的影响。

（一）一种神圣的乌托邦主义

这种民众神圣的横向联系主要有两个特征，即“伊斯兰教主义运动及雅各
宾派信条对美国全球‘帝国’提出了反体系性挑战。伊斯兰教主义运动占据着

当今世界空间，同时鼓动人们狂热献身和绝对忠诚。雅各宾派信条则认为暴

力荡涤了旧社会，带来了一个纯净的乌托邦。……与此同时，生产出跨国认同

政治、反全球化的抗议运动及生态运动”。③ 这两大体系均有超自然或超社会

神圣力量崇拜的政治诉求，即所谓的民众神圣与国家绝对。尤其是进入２０１７
年以后，面对全球化与伊斯兰移民，人们强调的大多是新国家主义及其本国、

本民族、本宗教的神圣信仰及其价值观念，以此抵抗其他宗教与国家影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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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和强化本国的国家认同。这说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政治中民粹宗教

及其神权民主的神圣主义将严重制约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如同

温特所说，“国家把文化作为‘大脑’中的参照框架，以此确定自己的身份、利益

和思维方式”。① 如果把温特说的“文化”置换为“民粹宗教”的话，那么，民粹宗

教很可能就会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最敏感脆弱的那根大脑神经。这就要求

人们如何去理解全球复兴的民粹宗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影响国际政治

秩序，如何塑造“国际政治的运作机制”。为此，“我们需要一个考虑文化逻辑

的全球视野，从后者看来，中国和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因素”。②

“现代领土国家”曾经“是思考正义问题的适当单位”，③它打造了当代国际

政治秩序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一个后威斯特划利亚体系的政治空间已经大致

呈现，国家领土原则遭到质疑，④其中包括一种“替代性的、自下的全球化”，其

最明显的结果是公共领域的跨国化。⑤ 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及正在兴起走向世

界的中国佛教、儒学信仰，正是这种活跃于跨国公共领域中以民粹宗教复兴为

基础的政治思潮。

伴随着欧洲激进的民粹右翼政党的兴起，宗教再度进入跨国公共领域、政

治领域甚至经济结构中。神权民主、民粹宗教直接成为政治动员、利益表达方

式。作为这一结果，它能够在民众动员基础上促使宗教成为唯一的神圣认同

标示，并基于意识形态化的本土主义、族裔认同与反穆斯林移民，同时改变个

人与国家的关系，重构温特所说国际政治中的“集体身份”。尤其是政治伊斯

兰的全球化，激进伊斯兰教的案例可能代表一种动员世界秩序的超越愿景，而

中国元素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不只是代表权力博弈？⑥ 民粹宗教信仰方式一般

都不会强调自己的公民身份，只强调自己是教民、族民与社会弱者，但强调自

己的道德优势与神圣身份。这种民粹宗教的具体实践方式，“鼓动普遍的并隐

含阶级色彩的针对威权主义统治者（要么是殖民主义列强，要么是被谴责吸收

了西方文化的后殖民主义世俗统治者）”⑦致力于以国家权力呈现其宗教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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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性。

民粹宗教的这一国家乌托邦特征，不断被重新建构，同时也在不同国家中

淡化其中的国家公民意识，这将会直接影响国际政治秩序乃至不同国家民众

之间的自由与平等的交往。

（二）“国际神权民主关系”能否形成

民粹宗教曾经跨越国界，又局限于各国宗教界别，然而，在神权民主、民粹

宗教的国际发展趋势中，能否形成“国际神圣关系”？原来在强调国际政治中

“文化软实力”中的“硬实力”，或者是软实力的“硬推销”（ｈａｒｄ　ｓｅｌｌ）后，现在能

够说“宗教改变（人类）命运”吗？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自反性

宗教激进主义”的概念，认为“当前的宗教激进主义已不是最初的宗教激进主

义，而是现代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或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反性的现代运动，

它早已在世界主义的浪潮（大众媒介、互联网以及西方公民社会的薄弱点）中

学会如何前行”。① 对此，克利福德·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曾发出深切忧

虑：“国家”概念已经变得难以捉摸、令人费解、变化无常、疑云密布。人们谈失

败国家、流氓国家、超级国家、准国家、剧场国家、竞争国家、孤儿国家、推定国

家、微型国家。② 至于肃立在此国家发展十字路口的便是“民粹”与“神权”两种

力量，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构出具有神权民主之特点，近似于纯洁国家、道

德国家、神圣国家，使国际政治陷入困境：“一方面，超越它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另一方面，没有国家似乎是件很恐怖的事情。”③

民粹宗教使民众神圣、使国家神圣的双重建构与悖论，促使不同的神圣国

家之间如何构成全球化的神圣联盟，显得格外困难。反之，绝对国家之间一旦

发生冲突，就是神圣的冲突。神权民主、民粹宗教成为“文明的冲突”的神圣根

源，换言之，是民粹宗教在国际政治的底层激活了神圣性的冲突基因。民粹宗

教已经成功地表明，“群体的所有信仰都有其信仰形式”；④更严峻的是，经过神

权民主的洗礼，“个人已经死亡，民众万岁”。⑤ 这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严酷事实，

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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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当下的国际政治领域中，表面上，谁赢得了宗教，谁就赢得了民

众；实际上，却是谁能赢得民众，谁就赢得了宗教，最终赢得了国家。如果宗教

已经前定了它们与民粹主义的联系，那么，维持宗教宽容的能力将会大大减

少，①国际政治中的神权民主格局也难以稳定。因此，既要依据国家利益和能

力的现实评估行事，同时又要尽可能不触犯民粹宗教的绝对神圣，这就构成了
“超越国家整合的进程与主权国家的持续重要性并存”的二元对立，而“这种二

元性仍然是全球化中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基础”。② 民粹宗教恰好强

化、实践了这种二元性，进而强调其回归于绝对国家、政治宗教的神圣性与绝

对性。为此，民粹宗教所建构与强化的国家认同，非常不同于其所抵制、反对

的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认同，那种基于宪政制度、程序规则、基本人

权保障、公平正义原则等等的国家认同机制。

民粹宗教虽然在一方面超越了民族国家及其界限，同时又把民族国家给

予不容置疑的道德化、绝对化，同时也把无数民众在绝对的道德基础上予以原

子化、均等化，在国粹与神权、民粹与集体之间建构了特别的关联。这固然会

迫使国家对神圣民众的各种利益要求做出回应，但无法防止国家和特定集团

在战略利益上形成联盟，从而导致在利益分配上不可逆转的、结构性的恶性分

化。特别是因为民粹宗教所支持的“神权民主”及其认定的“国家”，“被认为是

表达了人民的宗教的纯洁性，……宗教少数将被强制同化或被作为二等公民

或非公民”。③ 在此基础上，通过民粹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强化与表达，民粹宗教

主义的国家认同更强调底层民众的神权民主原则，把“民粹”与“神权”两大要

素紧密整合。

如果“国际神权民主关系”无法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形成或得以建构的话，

那么，退回到各自的国家主义领域，忠诚于各自固有的民族国家政治，国际社

会由此就被更急剧地分裂，这也许就是今后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另外，

很明显的问题是，新国家主义中国家绝对忠诚的政治观念，与民众至上的宗教

道德信仰，它们在具体实践层面实际上是彼此互构的，能够被极端国家主义与

极端民族主义轻易地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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